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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三生空间”时空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研究可以揭示人地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为区域国土空

间管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以典型都市圈———济南都市圈为例,分析了2000—2018年“三生空间”变化趋

势,刻画了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与特征,并评价了济南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最终揭示了“三生空间”
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结果]总体变化特征上,生活生产空间是唯一面积增长的“三生空间”类型,且其面

积相对变化速度在各类型中最快,对应动态度为2.4%;400245.31hm2的生产生态空间转入生活生产空间,是生活生

产空间扩张的主要来源;“三生空间”协同变化可划分为5种特征明显、空间上互不重叠的类型,包括生态—生活协同

变化型,生产—生活协同变化型,生态变化主导型,三生稳定型,生活变化主导型;在各协同变化类型中,生活变化主导

型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最为剧烈〔-3015.89元/(hm2·a)〕;在各转换类型中,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

间的转换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不利影响最明显。[结论]研究提出了“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的划分方法,揭
示了济南都市圈“三生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可为“三生空间”理论研究提供补充,为国土空间规

划中土地用途管制与国土空间分区管理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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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09(2023)03-0430-10

SynergisticChangesof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sandTheir
InfluencesonEcosystemServicesintheMetropolitanArea

LIKai1,2,3,Houying1,4,Fuqi5,6,XinruHong7,QIUMingkun8,HuangYouyou9,10,LIUBaoyin11

(1.StateKeyLaboratoryofUrbanandRegionalEcology,ResearchCenterforEco-EnvironmentalSciences,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85,China;2.DepartmentofGeo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Management,

UniversityofCopenhagen,Copenhagen1165,Denmark;3.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Departmentof
LandscapeArchitecture,Chengdu610000;4.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85,China;

5.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SuzhouUniversity,Suzhou,Jiangshu215031,China;6.Research
CenterforUrbaniz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SuzhouUniversity,Siuzhou,Jiangsu215031,China;7.The
CollegeofHorticultureandLandscapeArchitec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8.School
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9.KeyLaboratoryof

SouthwestChinaWildlifeResourcesConservation (MinistryofEducation),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637009,China.10.CollegeofLifeScience,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637009,China;

11.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StrategyAdvisor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86,China)



Abstract:[Objective]Researchofspatiotemporalchangesof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s(PLES)can
revealthehuman-landrelationshipanditschangingrules,andcanfurtherprovidetheoreticalevidencefor
regionalterritorialspacecontrol.[Methods]Usingatypicalmetropolitanarea(theJinanMetropolitanArea)

asthecasestudyarea,weinvestigatedthespatiotemporalchangesofthePLESfrom2000to2018andidenti-
fiedthetyp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synergeticPLESchanges,andthenwefurtherevaluatedecosystem
servicevaluesandtheirchangesoftheJinanMetropolitanArea.Finally,werevealedtheinfluencesofthe
PLESchangesonregionalecosystemservices.[Results]IntermsoftheoverallPLESchangecharacteristics,

theliving-productionspacewastheonlytypewithanincreaseinthearea.AmongdifferentPLEStypes,the
living-productionspacehadtherapidestchangingspeedreflectedbythedynamicdegreeof2.4%.The
production-ecologyspacewiththeareaof400245.31hm2transferredintotheliving-productionspace,acting
asthemainsourceoftheliving-productionspaceexpansion.ThesynergisticPLESchangeswerefurther
dividedintofivetypeswithsignificantcharacteristicsandnospatialoverlaps,includingtheecological-living
synergisticchangetype,theproduction-livingsynergisticchangetype,theecologicalchangedominancetyp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tabilitytype,andlivingchangedominancetype.Amongdifferentsynergistic
PLESchangetypes,thedistricts/countieswiththelivingchangedominancetypeexhibitedthemostsignifi-
cantdecreaseinecosystemservicevalues〔-3015.89yuan/(hm2·a)〕.Amongdifferenttransfertypesofthe
PLES,thetransferfromtheproduction-ecologyspacetotheliving-productionspacehadthemostnegative
impactsonecosystemservicevalues.Inthisstudy,weproposedtheclassificationmethodologyofPLES
synergeticchanges.[Conclusion]OurstudyrevealedthecharacteristicsofPLESchangesandtheinfluences
ofPLESchangesonecosystemservicevaluesintheJinanMetropolitanArea,whichcansupplementtheoretical
researchonthePLES.Theresultsofthisstudycansupportlandusecontrolandzoningmanagementinterri-
torialspacesplanning.
Keywords:metropolitanarea;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s;ecosystemservicevalues;territoryspace

management

  高速城镇化不仅产生了各项社会经济效益,也深

刻地改变了地表系统的组成、格局与过程[1]。国土空

间作为承载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载体,不仅具

有物质属性,还具有满足人类各类需求的功能属

性[2]。2013年中央明确提出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
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是实现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前提。过往由不同部门出台的各类规划往往

侧重于“三生空间”某一类空间,造成了各行其是、彼
此冲突的局面[3]。“三生空间”以土地多功能性为基

础,明确各国土空间类型的功能属性,为构建“多规合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了落脚点[4]。目前,“三
生空间”研究已成为城乡人居环境、土地利用变化及

其生态效应等领域的热点问题[5]。
学者就“三生空间”概念界定与识别进行了深入

探讨[2,6],目前在概念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强调基于

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对特定国土空间类型的主

观利用意图[7]。其中,生态空间是以提供生态系统调

节服务及维持生态安全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2];生
产空间则是承载各类生产活动的物质载体,追求用地

集约与生产高效,旨在提供有形的农业、工业产品以

及无形的服务业产品[2,8];生活空间的服务对象为

人,主要发挥人居承载与保障功能,具体涉及居住、消
费、交往、休闲、提供与使用公共服务等各类日常活

动[5,8]。可以看出,“三生空间”的实质是基于生态—
生产—生活功能对国土空间的类型划分[9]。然而,土
地多功能性决定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许多国土空

间 呈 现 出 在 主 导 功 能 外 还 具 有 次 要 功 能 的 状

态[5,6,10]。据此,相关学者提出,应采用以复合功能为

特征的形式对“三生空间”进行识别[2]。在识别途径

上,已有学者尝试直接基于功能评价对“三生空间”进
行识别[11]:如Turner等将丹麦国土空间识别为9类

具有不同多功能性的空间类型[12];Liu等则在地级市

尺度上,依据土地多功能性特征识别出8类主要的

“三生空间”类型[13]。但该评价手段一般需要大量基

础数据[14],在数据匮乏的区域适用性较差。相对而

言,将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与“三生空间”类型进行对

接仍是主流识别方法,该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强、便于

将研究结果与现行规划衔接等优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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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空间”时空变化是“三生空间”研究领域的重

要内容,可以将复杂、动态的人地关系以空间类型转换

的形式进行表达。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空间

类型,如生态功能主导的绿色空间[16]、生产功能主导的

耕地[17]以及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交织的建设用地[18]。
而国内研究更为关注各“三生空间”类型彼此间的相互

变化,研究成果已涉及村镇,地市、省乃至全国等不同尺

度[8,9,19,20],对支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控制城市扩张与

制定区域战略规划等决策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

果[5]。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不足[8],其中包括:(1)研

究尺度上,都市圈作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将在未来城

市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1],但都市圈尺度

的“三生空间”研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22];(2)研究

内容与方法上,尽管“三生空间”间彼此转换可以有效

表示“三生空间”变化特征[9],但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对

“三生空间”间各项转换进行逐一分析的方式[7],未能

充分关注多种转换同时发生的变化过程[15]。已有学

者发现,某些区域各“三生空间”转换以相对固定的强

度同步进行,在“三生空间”变化特征上呈现出协同性,
进而形成了特定的“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8,9,23]。然

而,目前对“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的划分主要基于对

显著变化特征的定性分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19],在精

确刻画“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特征、定量划分“三生空

间”变化类型上仍欠缺普遍适用的方法。
另外,相较于其他国土功能,国土空间生态功能具

有一定的无形性与滞后性,尤其部分功能如土壤形成不

能直接惠及人类社会,导致生态空间的保护易让步于经

济社会活动[24,25]。因此,评估“三生空间”变化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影响,对防止潜在的生态系统及其功能退化、
支撑国土空间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22,26]。近年来相

关研究日趋增多,许多学者在区域全局尺度上揭示各

“三生空间”转换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对应关

系[5]。据此,相关学者提出,可以通过管制特定的“三
生空间”转换来减缓生态系统服务退化趋势[27,28]。
然而,即使是在同一都市圈内,特定“三生空间”转换

的强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进而导致该转换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同样具有空间异质性[8]。这就表

明,针对于都市圈内部,各“三生空间”转换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影响类型、强度及其空间分异仍需进一步明

晰,以确定不同区域的重点管控转换类型。
据统计,我国绝大部分的都市圈仍处于发展期与培

育期[29],如何优化“三生空间”格局、维持生态系统服务

已经成为都市圈可持续发展及其规划管理中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5]。《2018年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明确将

济南都市圈列为发展潜力良好、正在逐步发展的发展型

都市圈[29]。然而,与其他发展中的都市圈类似[22,26],随
城镇化不断推进,济南都市圈内不同“三生功能”对土地

资源的需求日趋强烈,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彼此竞争、
博弈的态势[30],促使土地用途持续发生转换。尤其在部

分区县,剧烈的“三生空间”转换引发了生境质量下降、
水土流失等诸多生态环境问题[31],其背后实质是“三
生空间”转换缺乏有效的管控。采用济南都市圈作为

案例研究,其结果对国内其他都市圈规划也具有启示

与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探究

都市圈“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与特征,阐明其对区

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三生空间”协
同变化类型划分方法,为“三生空间”理论研究提供补

充,为都市圈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和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济南都市圈位于山东省中西部,面积为5.3万

km2,截止到2018年,整个济南都市圈GDP已超过

2.15万亿,人口密度约为613人/km2,是典型的人口

密集型城市聚集区,具备发展都市圈的良好社会、经
济基础[29]。济南都市圈以省会济南市为中心,共包

括6个地级市与1个县级市,城镇等级清晰,具有典

型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辐射周边区域的都市圈空间

结构[31]。生产功能上,济南都市圈第二、三产业较为

发达。同时,济南都市圈东部属鲁西北平原地区,土
地平坦肥沃,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农业产品,是山东

省重要粮食供应区。生活功能上,济南都市圈位于暖

温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为700mm,年平均温度为

11~14°C,气候宜人。当地文化底蕴深厚,基础设施

完善,济南、莱芜、淄博等先后被评选为全国文明城

市,都市圈整体人居环境质量良好。生态功能上,济
南都市圈东南部具有显著的丘陵山地地貌特征,被泰

山山脉与鲁山山脉所覆盖,其森林覆盖率显著高于山

东省平均水平,在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的同时,发挥

了多项如自然游憩、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济南都市

圈在“三生功能”上都具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三生功

能”的维持乃至提升直接依托于“三生空间”的合理布

局与调控,明晰“三生空间”时空变化特征是“三生空

间”相关规划与决策的必要前提(图1)。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主要包括2000年与2018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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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土地利用/覆盖数据(30m分辨率),2017年10
m分辨率山东省土地覆盖数据、行政边界图、自然环

境因素数据、经济社会数据等。其中2000年与2018
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

据中心,是刻画本研究中三生空间转换与变化的基础数

据,根据本次研究需求归为9类土地利用/覆盖类型(表

1)。2017年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FROM-
GLC10数据集,作为30m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的补充,
具体用途详见1.4部分;自然环境因素数据中,全国

降水量与净初级生产力数据(2000—2018年)分辨率

为1km,分别来自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与

美国地质勘查局 MOD17A3-NPP数据集;全国土壤

保持量(2000年、2010年)分辨率为1km,来源于中

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行政边界为矢量数据,
最小行政单元为区县,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共享服务平台。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历年山东省及

各地市统计年鉴。

图1 济南都市圈的区位、行政边界及高程

1.3 “三生空间”变化分析方法

1.3.1 “三生空间”识别 “三生空间”的提出是土地

多功能性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与具体化,其识别本质是对

空间中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判别[15]。根据土地利

用与覆盖方式,不同类别空间提供的“三生”功能呈现出

显著差异[9]。基于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本研究依据现

有研究成果[2,6],对不同土地利用/覆盖类型的主导功能

与次要功能进行判别,最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识别出4
类“三生空间”:生态空间(单一生态功能)、生态生产空间

(生态功能为主,生产功能次要)、生产生态空间(生产功

能为主,生态功能次要)以及生活生产空间(生活功能

与生产功能并重)。其中,本研究使用的土地利用/覆

盖数据没有区分高覆盖度林地中的天然林与人工林。

2017年山东森林资源调查数据显示,山东省内96%
以上的森林资源为人工林,并且利用方式上经济林、
用材林占主导地位[32],表明大部分林地除生态功能

外,同时提供一定的生产功能。据此,在参照相关研

究中的“三生空间”划分方法后[2,6],本研究将研究区

内的高覆盖度林地统一归为生态生产空间。而低覆

盖度林地在其现有生长阶段难以满足用材等生产用

途,仅提供一定的生态功能[9],故将其归为生态空间。
此外,未利用地仅能提供程度较低的生态功能,也归

为生态空间。而在其他林地中,园地与苗圃“三生功

能”特征相近,以生产功能主导并兼具一定的生态功

能,且为其他林地中的主要组成,据此将其他林地划

归为生产生态空间。而建设用地中生活与生产功能

交织融合,因此将其归为生活生产空间。各类空间与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应关系见表1,表中所列各空间

类型的典型功能来源于已有研究[2,8,33-34]。
表1 济南都市圈“三生空间”类型对应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三生空间”类型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含义 典型功能

生态空间 疏林地 郁闭度小于20%的天然与人工疏林
生态功能(强度低):栖息地提供、气候调节、土壤保持、

水源涵养

自然水域 河湖、滩涂等天然形成的水体 生态功能:气候调节、栖息地提供、水文调节、废物处理

未利用地
目前未被利用的土地,包括沙地、裸地、

岩石质地等
生态功能(强度低):栖息地提供、景观多样性

生态生产空间 人工水域 水库坑塘等人工挖掘修建的水体 生态功能: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生产功能:水产养殖

草地
覆盖度在5%以上的各类草地,主要为

牧草地与部分其他草地类型

生态功能: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产功能:牧
草供给

高覆盖度林地
郁闭度大于20%的天然林与人工林、郁
闭度大于40%的灌木林

生态功能:栖息地提供、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

户外游憩;生产功能:木材供给

生产生态空间 耕地 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水田与旱地 生产功能:粮食供给;生态功能:气候调节

其他林地 园地、苗圃、未成林造林地、迹地
生产功能:水果供给、苗木供给;生态功能:土壤保持、水
源涵养

生活生产空间 建设用地 各类建设用地
生活功能:人居承载、公共服务供给;生产功能:服务业

和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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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总体变化特征分析 基于“三生空间”与土地

利用/覆盖类型间的对应关系,首先将2000年与

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转化为两期的“三生空间”类型

数据。为描述济南都市圈“三生空间”总体变化特征,
基于ArcGIS中的栅格计算器工具计算两期各类型

“三生空间”的面积及2个年份间的变化量,进一步采

用单一动态度描述各类型“三生空间”的相对变化速

度,最后引入转移矩阵详细刻画“三生空间”类型转换

的方向[35]。单一动态度计算方法如下:

Ki=
Sit2 -Sit1

Sit1
×

1
t2-t1100%

式中:Ki 为t1 到t2 时段内I类型“三生空间”动态度;
Sit1,Sit2 分别表示t1,t2 时间t类“三生空间”类型面积。
1.3.3 协同变化分析 空间类型转换指从一类空间

到另一类空间的转移,而“三生空间”变化是各类型

“三生空间”相互转换的综合结果[15]。因此,“三生空

间”变化可以通过分解为各“三生空间”转换进行特征

刻画[9]。在同一变化类型中,各项“三生空间”转换的

强度相对固定[23],参照相关研究[12],将“三生空间”
协同变化定义为“一组在同一时空尺度下,按照固定

强度进行的“三生空间”转换”。其中,转换强度用转

换面积量进行表示[36]。“三生空间”转换的类型可以

代表“三生空间”的特定变化方向,而对应转换强度可

以作为该方向上的具体特征[35]。通过比较某一转换

类型的面积量,研究者可以掌握特定变化方向上的变

化特征及其时空分异。在本研究中,“三生空间”类型

间转换共计15种,将15种“三生空间”转换按照面积

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发现前9种转换累计占所有转换

总面积的96.1%,能反映研究区域内在2000—2018
年的主要“三生空间”转换特征。后6类转换强度极

小(面积均未超过转换总面积的1%),表明这些转换

在济南都市圈中不属于“三生空间”变化主要特征,在
参考相关研究处理方法后[37],最终确定将前9种主

要转换类型作为“三生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后续分析,
包括:生态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换、生态空间向生

活生产空间转换、生态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

换、生态生产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生产生态空

间向生态空间转换、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态生产空间转

换、生产生态空间内部转换、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

产空间转换、生活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换。基

于这9项主要变化特征,本研究采用 K-means定量

聚类方法进行“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划分。具体

操作上,首先选取各区县作为基本单元,将46个区县

数据作为样本,对每个样本中各“三生空间”转换的面

积量(如生态空间转换为生活生产空间)进行极值标

准化处理消除量纲[12],并将其作为聚类指标,最终将

数据导入到SPSSStatistics25进行聚类分析。最终,识
别出若干个彼此并列的协同变化类型,每组变化类型包

括若干区县,在空间上互不重叠。根据聚类原理,在总

体变化特征上,属于同一协同变化类型的区县表现为彼

此相似,与其他类型包括的区县表现为彼此相异,从而

使各协同变化类型具有独立性与差异性[12]。

1.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

本研究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来反映“三生

空间”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具体价值评价方

法上选取谢高地等人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法[38]。本研究中,首先利用济南都市圈当地粮食市

场价值计算出1个服务当量的经济价值为3428.10
元。然后,利用降水量、净初级生产力(NPP)与土壤

保持量3项生物物理指标,在区域尺度上对济南都市

圈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价值当量进行修正,具体计算

方法详见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方法[39]。

3项指标均采用多年均值处理,结合数据可获取性,
其中降水量与 NPP均采用2000—2018年多年平均

值,土壤保持量数据采用2000年与2010年的均值。
其中本研究中的高覆盖度林地、草地、耕地、未利

用地、自然水域分别与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

中的森林、草地、农田、荒漠、河流湖泊等生态系统一

一对应[38,39]。低覆盖度林地与园地的当量通过计算

两种地类的平均单位面积 NPP,利用所得数值与高

覆盖度林地NPP数值的相对比例对高覆盖林地的服

务当量进行等比例折算获得。人工水域的服务当量

则基于自然水域的服务当量,按照现有研究中人工水

域与自然水域生态系统服务强度的相对比例进行折

算[9,34]。建设用地中人工不透地表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当量为0。但由于本研究中的土地利用/覆盖分

类数据为30m精度,许多零散分布于建成区内部的

绿色空间也会被识别为建设用地,因此将本研究中

2018年30m精度土地利用/覆盖分类数据与2017
年10m精度的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在ArcGIS进行叠

加,利用栅格计算器统计30m精度的土地利用/覆

盖数据的建设用地中林地、草地、不透水地表所占的

比例,再使用这3种地类的服务当量计算面积加权平

均值,得到区域内建设用地的服务当量,最终确定不

同土地利用/覆盖类型相应当量(表2)。为突出“三
生空间”类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不同

时期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采用相同的价值当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生空间”总体变化特征

济南都市圈的“三生空间”各类型中,生产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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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在2000年、2018年均为最大,占主导地位,其次为

生活生产空间与生态生产空间,2000年时这两类空间面

积相近,2018年生活生产空间明显高于生态生产空间,而
生态空间面积在2个年份均为最小(表3)。2000—2018
年,各“三生空间”类型面积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生

活生产空间是唯一面积增长的空间类型,其动态度绝

对值也在4种类型中最大,表明其面积相对变化速度

最快。而在面积减少的空间类型中,面积变化速度最

快的为生态空间,其变化速度为生态生产空间和生产

生态空间的2~3倍。
表2 济南都市圈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

疏林地 自然水域 未利用地 人工水域 草地 高覆盖度林地 耕地 园地 建设用地

26.92 51.03 1.70 31.05 14.81 38.93 7.88 31.42 0.84

表3 济南都市圈2000-2018年各类型“三生空间”的面积、

面积变化及动态度

“三生空间”

类型

面积

(2000年)/hm2
面积(2018年)/

hm2
面积变化/

hm2
动态度/

%
生态空间 297255.65 265280.74 -31974.91 -0.9

生态生产空间 688517.81 642142.62 -46375.23 -0.4
生产生态空间 3561531.63 3354263.64 -207268.00 -0.3
生活生产空间 759092.20 1044894.68 285802.45 2.4

  济南都市圈2000—2018年“三生空间”类型内部转

换最为剧烈的为生产生态空间,主要发生在都市圈的

东部(表4)。“三生空间”类型间相互转换最为明显的是

生活生产空间与生产生态空间,其中生产生态空间到生

活生产空间的转换占主导地位,也是整个区域内最为显

著的转换(400245.31hm2),该转换在空间上呈现出聚集

分布,且主要发生在生活生产空间的边缘区域,反映出

生活生产空间以侵蚀周边生产生态空间为代价进行扩

张,与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摊大饼”发展模式相吻

合。同时,生活生产空间至生产生态空间的转换面积排

在第2位(149869.70hm2),广泛分布于研究区域内,潜
在原因可能为由于山东省合村并居、耕地复垦等相关政

策的调控。其他较为显著的转换包括生态生产空间到

生产生态空间、生产生态空间到生态生产空间以及生态

生产空间到生活生产空间的转换,分别为59066.61
hm2,36833.46hm2以及29365.88hm2(表4)。

表4 济南都市圈2000-2018年“三生空间”转移矩阵

hm2

“三生空间”
(2000年)

“三生空间”(2018年)

生态空间
生态生产

空间

生产生态

空间

生活生产

空间

生态空间 2005.51 8913.59 41931.68 10750.42
生态生产空间 7535.76 7847.07 59066.61 29365.88
生产生态空间 21079.84 36833.46 10716.15 400245.31
生活生产空间 1003.43 3835.50 149869.70 -

注:2000—2018年,未发生转换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的面积不计入

该“三生空间”转移矩阵。

2.2 “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

本研究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information
criterion,BIC)结合专家意见的方式确定聚类数量[40]。

BIC值越小,表明聚类效果越好。我们建立了BIC值与

聚类数量间的对应曲线关系,发现聚类数量为3~5类

时,BIC值较低(352~360),位于曲线的谷底,表明该数

量区间的聚类质量较好。结合专家意见,在保证聚类质

量的前提下,相较于3,4类,5类可以为后续分析提供更

多的“三生空间”变化信息,因此确定聚类数量为5类。
最终共得到济南都市圈5种“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

型,各类型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图2)。为准

确描述不同协同变化类型的特征,依据该类型中的

“三生空间”转换类型特征,结合区县的经济、社会分

析对“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进行命名。
类型Ⅰ———生态—生活协同变化型:该类型包括

沂源县、莱城区、淄川区与博山区4个区县,集中分布

在济南都市圈的东南区域。该类型中,以生产生态空

间向生态生产空间转换为主要特征,这表明该区域内

通过退耕还林、农田林网等各项方式调整土地功能,
促使部分土地发挥更多的生态功能。此外,生态生产

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也是该区域的主要特征。
这是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当地对生活生产空间

的需求日趋强烈,因此开发了一部分建设适宜性高的

生态生产空间以满足人类生活生产需要。
类型Ⅱ———生产—生活协同变化型:该类型主要出

现在地形平坦的济南都市圈北部,共包括5个区县。该

类型中,大量的生态空间转换为生产生态空间与生活生

产空间,被转换的生态空间主要为疏林地与未利用地。
当地政府根据发展需求,对该类空间进行不同用途的开

发,或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将其转换为耕地、果园等生

产生态空间,或根据城市发展需求将其转换为生活生

产空间。该类型整体表现出向具有生产、生活功能的

空间类型发生转换的趋势。同时该区域内生活生产

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的转换是5种类型中最为显著

的,原因可能为区域耕地占补平衡的宏观调控。
类型Ⅲ———生态变化主导型:该变化类型包括4个

区县,既包括天桥区这类城区,也包括东平县这类县级

行政单元。该类型主要分布在济南都市圈中部及南部,
涵盖区域面积为5种类型中最小。在该变化类型中,生
产生态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占主导地位,该类转换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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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变化类型中最为显著的,直接原因是该类区域内通

过退耕还林方式增加了大量的生态空间,而其他“三
生空间”转换则很微弱,整体趋于稳定。

类型Ⅳ———三生稳定型:该变化类型包括27个

区县,广泛分布于不同地级市,且涵盖区域面积在5
种变化类型最大,表明该变化类型在济南都市圈具有

普遍性。2000—2018年,该变化类型中各类“三生空

间”转换都很微弱,各类“三生空间”转换强度在5种

变化类型都为最小,体现出该类型区域中“三生空间”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一方面,对于位于中心城区的区

级行政单元(如历下区、德城区等),较早起步的城镇

化发展促使其空间结构在2000年时已趋于稳定,同
时该类区域的城市扩张与土地用途变更受到城市总

体规划的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其他县级行政单元如

平阴县、东阿县则为传统的粮食供应区,生产生态空

间占主导地位,严格的耕地红线政策导致其基本不能

向其他空间类型转换。此外,其他“三生空间”类型本

身面积占比较小,因此彼此间转换量较小。
类型Ⅴ———生活变化主导型:该变化类型包括6

个区县,分布于济南都市圈的中东部与西南部,涉及

济南、聊城地级市与邹平县级市。其中生产生态空间

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为变化主要特征,表明城市发展

促使“三生空间”转型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生活生产需

求。同时,该变化类型中还存在中等程度的生态空

间、生态生产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的转换,这也进一

步佐证了上述判断。另外该类型中还存在显著的生

产生态空间内部转换,说明了当地农业结构与布局持

续发生调整。

注:各花瓣图中,每片花瓣对应1项“三生空间”转换花瓣上数字1,2,3,4分别代表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活生产空间),长度

代表标准化后的转换强度。

图2 济南都市圈协同变化类型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

2.3 “三生空间”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在各“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中,类型Ⅰ,Ⅲ,Ⅳ,Ⅴ所

属区县呈现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下降的特征,其中

生活变化主导型(类型Ⅴ)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幅

度最大的变化类型〔-3015.89元/(hm2·a)〕。而在各

变化类型区县中,唯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现为提升的

是生活—生产协同变化型类型Ⅱ〔275.52元/(hm2·a)〕,
尽管该类区域内生态空间转换为生活生产空间较为显

著,但被转换的生态空间主要为价值当量低的未利用

地,且当地政府同时通过土地整理等措施补充了大量生

产生态空间,促使土地可以提供更多的以供给服务为主

导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整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

出上升趋势。与之对比的是变化类型Ⅲ所属区县,该类

区域在“三生空间”变化特征上表现为生态主导型,但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上却呈现出下降趋势〔-466.24
元/(hm2·a)〕,在各变化类型中下降幅度最小)。这主

要是因为虽然当地政府积极采取退耕还林等措施增加生

态空间,但生态恢复措施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47],譬如增加的生态空间可能仍处于次生演替的

初级阶段,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程度有限,无法完全抵

消其他转换对生态系统服务造成的不利影响(表5)。
另外,同一类型的转换对各变化类型区县的生

态系统服务影响也有明显差别。本研究中,生产生态

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对各变化类型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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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值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且是各类型区县生态

系统服务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变化类型Ⅴ所

属区县造成了-2513.50元/(hm2·a)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变化,而对其他变化类型区县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不利影响则较为相近,从-1152.04到

-1569.27元/(hm2·a)不等。而生产生态空间向

生态生产空间的转换则显著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该转换促使变化类型Ⅰ,Ⅲ所属区县分别提升了

1992.74与1158.42元/(hm2·a)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另外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态空间、生产生态空间

向生态空间转换也对所有变化类型中区县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起到了提升作用。
表5 济南都市圈“三生空间”转换对不同协同变化类型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 元/(hm2·a)

转换类型
不同协同变化类型

类型Ⅰ 类型Ⅱ 类型Ⅲ 类型Ⅳ 类型Ⅴ
生态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换 -264.92 394.15 -864.06 -249.64 -257.82
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 -281.61 -55.18 -169.65 -90.06 -183.50
生态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换 -851.28 -372.64 -361.76 -531.23 -422.76
生态生产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 -771.09 -115.92 -199.45 -381.60 -614.93
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 208.24 56.15 509.83 321.94 407.36
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态生产空间转换 1992.74 162.17 1158.42 319.18 384.76
生产生态空间内部转换 -59.51 -23.67 -46.21 -160.45 -221.16
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 -1240.91 -1152.04 -1355.71 -1569.27 -2513.50
生活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态空间转换 327.39 1382.50 862.35 625.88 405.66
综合转换 -940.95 275.52 -466.24 -1715.25 -3015.89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3.1.1 “三生空间”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2000—2018年,济南都市圈中生活生产空间是面

积持续增长且变化最为显著的空间类型,这一结果与

学者对长江三角洲核心区[7]、合肥都市圈[22]、湖北省

等[9]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相符,即生活生产空间呈现

出快速扩张的趋势。在该类空间的动态度上,济南都

市圈(2.4%)略高于湖北省(1.9%),但低于长江三角

洲核心区(4.3%)。动态度的差异一方面可以解释为

各研究中选择的研究时段并未完全重叠,如针对长江

三角洲核心区的研究时段为1990—2010年;另一方

面是因为不同区域对“三生功能”偏好与土地管理政

策存在差异。另外,济南都市圈中,三生空间类型间

转换最为突出的是生产生态空间到生活生产空间的

转换,这一结果符合当前学界对我国建设用地扩张是

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的推断[41],且与针对研究区域

内济南市[42]与德州市[43]的过往研究结果一致。
济南都市圈内,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的

转换是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主要原因。这

一结果与青岛都市圈[44]结果相吻合,但与长株潭城

市群[26]、长江中游地区等[45]地的相应结果有所区

别。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该类转换对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不利影响居于第二位,第一位为林地向生产生

态空间的转换[45]。这可能是因为济南都市圈林地比

例(2015年约5.0%)本就远低于长江中游地区(2015
年约58.0%),且省内服务业、制造业等可以吸纳大量

的劳动力,当地农民毁林拓荒的主观意愿并不如长江

中游地区强烈。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时期内,除部分

区县(变化类型Ⅱ覆盖区域),济南都市圈大部分区县

都呈现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趋势,这一结果与

长株潭城市群[26]、长江三角洲地区[27]、陕西省[46]的

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并

非偶然现象,是实现区域可持续性必须应对的挑战。

3.1.2 “三生空间”协同变化对国土空间管控的启示

 尽管近年来学界在“三生空间”变化研究上取得了

较多成果[2,15,34],但已有研究大多重点关注各类“三
生空间”总体变化特征[9],却未能有效揭示变化特征

间的协同性与主次地位及其空间分异。而本研究结

果表明,在同一协同变化类型的各区县中,“三生空

间”转换间具有一致的主次关系,使得该变化类型区

域整体上呈现出同步性与协同性。据此可以辨别该

区域内的主要、次要变化特征,从而支持从多种而非

单一“三生空间”转换的视角进行国土空间管控。例

如,针对变化类型Ⅰ(生活—生态协同变化型),生产

生态空间向生态生产空间的转换为各变化类型中最

显著的,管理者应该重点针对该转换制定管理策略,
例如生态补偿等配套政策,从而保证当地农户经济收

益。同时,生态生产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转换的强度

较大,也应作为该区域的管理重点,该转换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供给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未来在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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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中,可考虑对该类转换进行适当限制。此外,
同一变化类型的区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聚集分

布特征,这也为国土空间分区管理提供了启示。以本

研究中的变化类型Ⅴ(生活变化主导型)为例,其覆盖

区域内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的转换占主导

地位,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剧烈下降。因此,针
对生活变化主导型的区县,在未来国土空间管理中应

重点关注生产生态空间向生活生产空间的转换,协调

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发展诉求。一方面,同类型各区县

可考虑采用统一的土地用途管制手段,在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农地转用制度、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等方面

协调同步;另一方面,同类型相邻区县可探索跨越彼

此行政边界的城市发展边界、基本农田红线的划定,
以都市圈分区取代单个区县进行空间管控。

3.1.3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三生空间”研究对基

础空间数据分辨率的要求较高,尽管采用遥感解译方

式得到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中基础

空间数据的主要来源[15],但仍有可能与实际现状存

在一定偏差。在后续研究中如能采用实地土地调查

数据,可进一步提高“三生空间”类型识别的精度,从
而为实际规划与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另外,本
研究主要关注“三生空间”类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影响,因此不同年份采用了相同的价值当量对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这可能导致结果具有一定

的偏差,后续可考虑采用更为精确的方法对价值当量

进行修正。最后,参考现有研究,本研究共识别4类

“三生空间”,这种识别方法的本质是根据土地利用/
覆盖类型来判断空间内的“三生功能”类型及其主导

性,但这类识别方法未能考虑“三生功能”的强度。如

未利用地只能发挥生态功能,因此将其划为生态空

间,而尽管园地被划为以生产功能为主导的生产生态

空间,但其生态功能仍可能高于未利用地后续研究

中,应重点探索如何结合“三生功能”主导性与强度对

“三生空间”进行更为精准的类型识别。

3.2 结 论

“三生空间”已成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与协调国

土功能的重要视角[5],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济南都

市圈为例,对都市圈尺度的“三生空间”协同变化展开

研究,揭示了各协同变化类型、特征及其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影响。研究结论包括:(1)济南都市圈“三生空间”
整体变化趋势上,生活生产空间是唯一面积增加的空间

类型,累计增加285802.45hm2。生态空间是面积下降

最快的空间类型,其面积共减少207268.00hm2。
(2)基于协同变化特征,“三生空间”变化被划分为空

间上互不重叠的5个类型:生态—生活协同变化型,生

产—生活协同变化型,生态变化主导型,三生稳定型,生
活变化主导型。(3)不同“三生空间”转换与协同变化类

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其中生活变化

主导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不利影响最为显著,价值

变化量达到-3015.89元/(hm2·a)。另外,同一转换类

型对不同变化类型所含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也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研究为精细化识别“三生空间”变化特征

和划分“三生空间”协同变化类型提供了方法,可为都

市圈国土空间分区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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